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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际制度的发展演化事关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与发
展。国际制度具有形成期、发展期、扩张期和转型期等不同发展阶段，

国际制度需要在动态中寻求演化与发展，明确国际制度演化的阶段、动

力和内在运行机制。国际制度共同演化反映出制度之间不仅仅是竞争关

系，还是拟态这样的模仿关系以及变异引发的转移关系，最终迈向共生

的制度关系。从共同演化的角度分析，竞争演化形成了超越型制度；拟

态则导致了融入型制度；而变异则引发了转移型制度。国际制度共同演

化反映了制度与制度、制度与系统的相互识别、相互适应、相互依赖关

系，最终形成合作共赢的共生关系。对于共同演化的分析或许有助于认

识国际制度变迁的复杂性现实、制度的丰富多样性以及重新审视国际制

度的生成路径。互联网国际制度类型众多，而不同制度间的共生共存应

该是今后国际互联网治理制度生态图的基本景象。国际制度共同演化对

于中国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提升网络空间制度话语权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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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是演化变动的，事关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与发展。现有的国际制度

互动研究和制度变迁研究尚未对演化给予足够重视。国际制度需要在动态中寻求

演化与发展，明确国际制度演化的动力、阶段和内在运行机制。本文认为国际制

度具有共同演化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特征，即制度与制度、制度和系统之间在特定

问题领域中的战略互动。共同演化反映了制度之间、制度与系统之间的相互识

别、相互适应、相互依赖关系，竞争与合作的渐进过程有助于形成合作共赢的共

生关系。本文基于生态学的现有成果，聚焦演化的发展阶段和内在动力，提出了

竞争、拟态与变异三种国际制度共同演化的范式，研究不同国际制度的形成、发

展与消亡的过程，分析国际制度共同演化的内在动力，尝试初步勾勒出制度演化

的基础生态图。国际制度是全球治理的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全球有效

治理是国际制度变迁和演化的目标和方向，而制度与制度、制度与系统之间的演

化具有丰富和动态的含义。

当前，制度演化已经突破生物学的界限，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技

术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国际制度的共同演化具有广泛性、系统性、复杂性和

不确定性的特征，包括微观层次的制度与制度间互动，以及宏观层次的制度与系

统的互动。从共同演化的角度分析，竞争演化形成了超越型制度，拟态演化导致

了融入型制度，而变异演化则加速产生了转移型制度。国际制度共同演化对于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国际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国际制度研究把演化分析纳入其中能够提供丰富的研究视角和成果。现有的

国际制度互动研究局限于自身领域的、相对独立的个体制度，无法揭示制度、生

物物理力量与社会经济力量之间的开放性、非线性相互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对

国际制度赋予了相对稳定和持久性的特征，这导致了制度具有抵制变迁的内在机

理。现有研究往往认为，制度变迁的发生在于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认知性制度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规范性制度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与规制性制度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ｓ）的结合发生变化，不同的行为体据此追求不同的结果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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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的视角看，新自由制度主义更需要关注个体之外的制度变迁。作为敏锐捕

捉学术前沿的大师，罗伯特·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Ｋｅｏｈａｎｅ）指出，今后国际制度研

究需要关注适应环境的国际制度演化，如 “共同演化”①。适应环境的国际制度

结果可以是变简单也可以是变复杂，可以是 “前进”也可以是 “后退”，并非一

直循着向前的线性发展路径。比如，特朗普 “退约”引发了人们对退出国际制

度的关注，“退约”问题反映出国际制度的演进路径不是总是向上升级。从缔

约、威胁退约到 “退约”再到或重新加入或新建制度，反映出国际制度的非线

性演变。

国际制度研究不是在真空中出现和发展的，现有的制度研究无法全面反映制

度的整个发展变化过程，存在如下不足：对于制度自身生命周期研究不足，对于

人类与生物物理系统的耦合关系认识不足，对于制度互动和制度变迁线路图的简

单化处理，对于制度竞争与制度协同的关系缺乏整体性分析。演化分析尽管无法

同时解决上述挑战，但或许可以提供理解国际制度变迁的新视角。

首先，国际制度对自身生命周期的研究不足。国际制度类似于生命体，存在

一个发展演变的周期。“生命周期”这一比喻并非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循环重复，

而是有机体的自然生命历程。万物有诞生、成长、成熟和衰落的过程，但是这些

阶段展现的具体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挑

战②。演化分析有助于理解制度的发展阶段、生命周期和丰富多样性，有助于把

握国际制度的内容变迁和形式变化。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关注国际组

织的形成、设计和影响，却忽视了国际制度生命力的周期性变化，对于国际制度

活跃、消亡和僵尸等不同状况缺乏足够的认知。比如，国际制度理性设计只是简

单地认为，如果国际制度不能实现目标，就需要进行再协商③。但实际上，国际

制度往往面临更复杂的情况，国际制度存在能够发挥作用的情况，也会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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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退约或抛弃制度所造成的制度消亡，出现形同僵尸的国际组织，还有背离起

始设置的目标和发展轨迹的国际制度①。因此，对于共同演化的分析或许有助于

认识国际制度变迁的复杂性现实、制度的丰富多样性，并重新审视国际制度的生

成路径。

其次，国际制度研究对于人类与生物物理系统、制度与系统的紧密耦合联系

认识尚匮乏。如果缺乏演化分析，制度是产生协调作用，还是破坏性作用就难以

判断。国际制度深嵌于复杂性的背景中，复杂性系统是指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

或要素相互联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

生变化②。也可以说，复杂系统反映出制度与系统互动造成的结果远非简单的、

线性的、直接的。人类对于国际制度与社会系统，甚至于国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

了解仍然是非常初步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制度的发展一直处于人类和生物物理系

统的紧密联系中。奥兰·扬 （ＯｒａｎＲＹｏｕｎｇ）认为，当前，人类面临的复合系

统反映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生物物理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

间紧密关联度与耦合度不断加速，并具有非线性的表现特征，这些对人类世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条件下治理复合系统提出了具体挑战③。在分析制度产生的广泛

后果时，也有学者提出，为了关注制度未曾预料的结果，需要关注从地方层次到

全球范围的制度属性和更广泛的治理体系是否与生物物理系统的动态变化相匹配

的问题，也就是关注国际制度和更广泛的全球治理机制对于处理与社会动态相联

系的环境变化，以及在未预见的影响发生后进行重组的能力④。

再次，国际制度间互动缺乏明确的因果链和因果机制线路图。长期以来，国

际制度研究缺乏制度的动态分析，现有制度互动研究还不能完整地揭露出制度发

展的线路图。国际制度理论自形成起都是建立在对集体行动问题的静态分析之

上，国际制度形式以各种可预测的方式如善意遵守、正式监督和强制执行等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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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行为困境做出反应①。国际制度互动研究由于因果链分析的限制，认为国际制

度之间是一种共存关系，而国际制度理论借鉴的社会学中的实证分析和因果机制

分析同样很难区分真实因果性与表象性关联。究其原因，国际制度是动态发展

的，而非静态不变的。为此，制度研究需要关注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发展演化，而

不仅仅是既定制度的结构—功能特征，需要改变制度均衡的静态分析为制度均衡

的动态分析②。作为制度研究关注的焦点，制度变迁包含了制度建立、制度扩

散、制度互动，特别是制度竞争、制度消亡以及新制度建立这一动态演进和持续

变化的过程。尽管国际制度构建、制度维持到制度深化之间可能存在 “反馈回

路”（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ｌｏｏｐ），但国际制度演化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不确定性、非线性发展

的基本特征。

最后，国际制度演化或许可以补充制度竞争所忽视的制度现象。共同演化显

示出竞争只是制度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竞争的制度关系还存在协同的制度

关系。国际制度竞争是制度互动的重要方面，同时，制度竞争也是共同演化的重

要推动力。李巍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对于国际制度竞争

进行了深刻的分析③。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既为制度成员国提供了普遍

性的公共服务，又能被制度领导国 “私有化”为特殊性的权力工具。在此基础

上，现实制度主义提出了影响国际制度竞争结果的三大因素：制度领导国的权力

地位、国际制度的公共服务功能以及国际制度自身的结构合理性④。可以说，现

实制度主义以制度为本位，以权力为对象，是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国际制度理论的

积极创新，为分析国际制度发展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贺凯等认为，围绕国际制度的缔造、改革和退出所展开的博弈，是大国权力、利

益和声誉的竞争。由于大国竞争已从 “军事制衡”过渡到 “制度制衡”，围绕国

际制度主导权的竞争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形式⑤。“制度制衡”从另一方

面同样反映出国际制度竞争引人注目的吸引力和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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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宝、贺凯：《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外交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５６—５９页。



国际制度的演化具有协同共生的重要特征。生物学领域的演化，比如，植物

与传粉动物这些物种间相互作用、相互利用和协同共生的共同演化，为客观认识

国际制度互动及其与广泛系统的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国际制度竞争可能会

导致认为制度冲突是制度间相互作用的普遍特征，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国际制度

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是协同效应，制度的破坏作用和制度冲突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

无意间造成的副作用，并非故意为之的结果，总体上，协同效应占主导地位①。

如何探讨制度协同效应和破坏效应的关系，如何提升制度直接的协同效应并降低

制度冲突和制度竞争的不良后果，无疑是国际制度研究需要关注的命题。

总之，共同演化无处不在。在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中许多重要的系统中，如

社会、技术、信仰、价值观、环境、人类和动物的行为等系统，都在不断地演

化，影响着彼此的发展进程，国际制度系统概莫能外。国际制度均衡只能是暂时

的平衡，制度的变迁也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制度的产生、发展、扩展和消亡总

体上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的过程中。因此，国际制度的共同演化，

通过制度扩散，形成了制度的丰富多样性。

当前，共同演化理论是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前沿，而制度演化则是新制度经济

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国际制度演化成为国际制度研究的关注对象应该是题中应有

之义。同时，共同演化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比如，中美关系研

究中出现了中美的共同演化关系分析视角。基辛格认为，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

是 “共同进化”，而不是 “伙伴关系”。 “共同进化”意味着中美关系不应也不

必成为零和博弈，意味着 “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

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

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②。很显然，相比中美有

关 “竞争中合作”的论述，中美关系共同演化的表述具有一定的新意。

国际制度和规范的演化研究是国际关系学中演化要素运用较多的领域，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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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ｈｏｍａｓＧｅｈ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Ｏｂｅｒｔｈüｒ，“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ａｎ
ＲＹｏｕｎｇ，Ｌｅｓｌｉｅ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Ｈｅｉｋｅ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ｅ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ｐｐ１８７－２２４

亨利·基辛格：《“共同进化”才是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人民网，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ｈｔ
ｔｐ：／／ｔｈｅｏ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２／１１１６／ｃ４９１６３－１９６００５２９ｈｔｍｌ；王鸿刚：《“共同进化”：对中美在亚太
关系模式的再思考》，《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５４—６０页。



文献聚焦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通过某些演化要素来展开对变迁的解释①。但

是，唐世平认为，现有的研究由于忽略了权力和竞争的作用以及制定制度的行为

体间的实际冲突 （基于真实的或认知到的利益冲突），仅捕捉到了一个基于规则

的世界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因而它呈现出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画面是误导性

的②。由此，这些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是部分的演化，共同演

化方法或许能提供关于制度变迁的全面解释。

从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来看，特别需要关注国际制度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国

际政治经济背景，以及国际制度自身是如何演变的。中印等新兴国家在全球性组

织演进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努力最终将决定全球性组织的未来轨

迹③。因此，国际制度演化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共同演化的基本内涵与发展阶段

共同演化建立在演化的基础之上。从生态学角度看，演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是一

个选择、保留、可再生变化的过程，在生态学中表现为生物物种的遗传特性世代

延续和变化。一般而言，演化包括三个过程：变异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遗传 （ｉｎｈｅｒｉｔ

ａｎｃｅ）和选择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演化分析解释了种群中如何产生多样性，如何保留

和传递有利的特性，以及物种在繁殖过程中的差异④。演化论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则

是一种基于对可更新、会变异物种的选择性保留 （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的解释

模式，它解释了各种领域中的结构性拟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ｉｔ）和变化的自然现象。历

史上比较有名的演化论包括吉恩·拉马克 （ＪｅａｎＢＬａｍａｒｃｋ）的 “用进废退”理

论 （ｕｓｅａｎｄｄｉｓｕｓｅｔｈｅｏｒｙ）⑤ 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共同演化是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别是进化生态学中的重要概念。１９６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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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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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８０００年到未来》，董杰、朱鸣译，北京：中信出版
集团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５页。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８０００年到未来》，第１８８页。
ＪｏｈｎＷＭｃＡｒｔｈｕｒ＆ＥｒｉｃＷｅｒｋ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１６６
ＧｉｏｒｇｏｓＫａｌｌｉｓ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Ｎｏｒｇａａｒｄ，“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６９，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６９０
“用进废退”意指 “环境的改变会引起动物习性的改变，习性的改变会使某些器官经常使用而得

到发展，另一些器官不使用而退化”。



美国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 （ＰａｕｌＲＥｈｒｌｉｃｈ）和彼得·雷文 （ＰｅｔｅｒＨＲａｖｅｎ）

在 《蝴蝶与植物：关于共同演化的研究》（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ｓ：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ｏ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一文中首次提出了 “共同演化”概念，研究两个具有密切和明显生态关

系的主要有机体群体 （主要是植物和植食性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①。丹尼

尔· 扬岑 （ＤａｎｉｅｌＨＪａｎｚｅｎ）于１９８０年对共同演化做了明确的具体定义：“‘共

同演化’可以被有效地定义为一个种群中个体特征的不断变化，以响应第二个

种群个体的特征，然后是第二个种群对第一个种群的变化的演化反应”②。从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共同演化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种群、物种或其他种类的

“适应发展”，相互作用如此密切以致每一个都是对另一个的强大的选择力③。简

言之，共同演化是指不同物种之间、物种与系统环境之间在相互影响中不断进化

和发展。比如，在大自然中，猎物可通过快速奔跑来逃脱被捕食，而捕食者则通

过更快的奔跑来获得捕食猎物的机会，猎物和捕食者的每一点进步都会促进对方

发生改变，这种现象在生态学上便称为共同演化。共同演化是研究复杂社会环境

问题的更大分析工具包的一部分，共同演化、动态发展和复杂性分析彼此协同、

互补④。当前，共同演化已被扩展至经济学领域，如共同演化经济学 （ｃｏ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⑤ 和演化制度经济学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⑥。

而制度互补性和不同类型制度间的相互嵌套与共同演化，则是演化制度经济学的

重要内容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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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４，ｎｏ１，２００７，ｐｐ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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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４
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理查德·Ｒ纳尔逊 （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Ｎｅｌｓｏｎ）和悉尼·Ｇ温特 （Ｓｉｄｎｅｙ

ＧＷｉｎｔｅｒ）第一次倡导演化经济学，提出了 “经济自然选择”的主张。在此基础上，杰弗里·Ｍ霍奇逊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ＭＨｏｄｇｓｏｎ）率先提出了演化制度经济学，其核心是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参见理查德·Ｒ
纳尔逊、悉尼·Ｇ温特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世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杰弗里·Ｍ
霍奇逊 《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杨虎涛等译，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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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ｓ，ｖｏｌ７，ｎｏ３，２０１１，ｐｐ３７３－３９２



在国际制度领域，共同演化也可称为相互进化、协同进化，用于探讨制度与

制度、制度和系统之间在特定问题领域中的战略互动。国际制度共同演化与制度

演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制度演化是孤立的，是个体长时期累积性冲击所形成

的；而制度共同演化则意味着制度之间会发生协同的变化，一个制度的特征因回

应另一个制度的特征而变化，而另一个制度同时回应这个制度也会发生特征的变

化。此外，系统和环境对制度的发展同样具有关键意义。

国际制度共同演化的阶段存在争论性的看法。达尔文进化论认为，共同演化

表明至少有一个制度或制度系统在演化，通过变异、选择和保留 （继承）而改

变。荷兰学者亨克·傅博达 （ＨｅｎｋＷＶｏｌｂｅｒｄａ）等人从组织和系统环境相互演

化的角度确定了四种共同演化的生成机制：自然的选择 （ｎａｉｖ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有管

理的选择 （ｍａｎａｇｅ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层次式更新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ｒｅｎｅｗａｌ）和整体式更新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ｒｅｎｅｗａｌ），这四种机制说明了组织群体中可能发生的广泛演化路径。其

中，“有管理的选择”是共同演化中自我更新的基础，通过不断的自我演化、更

新以适应环境的变化①。中国学者黄凯南认为，国际制度共同演化的内在方式包

括选择机制、创新机制。创新是制度多样性的生成机制，是制度演化的源动力；

选择则是通过某种标准来判断各种制度的适应度，选择适应度高的制度，淘汰适

应度低的制度，它是制度扩散的重要驱动力②。

选择是共同演化的核心发展阶段。从基因到群体、物种、群落甚至生态系

统，自然选择可以在不同层次的生物系统中同时进行。选择是一个有机体通过新

陈代谢活动，改变自己和其他有机体的生态位置的过程，这有点类似于生物学家

描述的 “生态位构建过程”（ｎｉｃ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③。低级的选择可能是有

利于自身的利己行为，然而，高层次的选择倾向于关注低层次的相关有机体，维

持彼此合作和协调状态。在特定条件下，以牺牲群体利益为代价的自私行为会导

致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与构成它们的个体一起灭亡。获取资源是国际制度朝着

适合自己方向发展的重要步骤，而选择则是国际制度适应能力的体现，往往选择

适应性强的制度，淘汰落后的制度，这反映了制度的更替。作为另一种方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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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是指具有竞争力和适应性的组织形式会保存下来。总之，制度演化就是在持续

进行的变异、选择和保留的循环中进行的。

社会生态演化中不断发展的实体范围可能包括生物界的有机体，或社会界的

组织、机构和技术，选择的单位可能包括基因、习惯、规范、策略或行为①。在

国际制度领域，演化的范围涉及制度的适应能力、灵活性或弹性程度。只有制度

的原则、规范和各种组织结构的适时变化，才可以被称为制度演化。影响制度演

化的因素众多，包括权力、观念和社会参与度等。其中，制度系统初始状态的令

人满意度，是制度系统演化的起点，它往往决定了制度演化过程的具体内容和运

行轨迹②。

共同演化可以引申两个或更多的演化系统，其相互作用影响进化过程。通俗

地说，国际制度共同演化就是不同制度之间、制度与系统环境之间在相互影响中

不断进化和发展的事实。埃里克·詹奇 （ＥｒｉｃｈＪａｎｔｓｃｈ）提出了 “微观和宏观”

尺度的共同演化，“除了生存以及不断适应环境外， （生物）其本身也在演化，

在适应。这是一种共同演化”③。共同演化发生在不同层次的嵌套等级中，微观

层次的演化明显受到宏观层次演化的影响。物种进化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与周

围环境的相互渗透、相互适应、相互交织、相互识别和相互补充。同理，国际制

度演化不仅是制度的自我演化，还包括制度与环境、制度与系统的协同进化。有

研究者从内源和外源两个角度进行了类似分析，制度系统的内源演化是指由于制

度系统内部的不适引起的演化，一些制度之间相互排斥，引起某些具体制度的变

化，而这种变化引起连锁反应，造成与它们有耦合关系的一系列制度的变化。制

度系统外源演化是指由于一些不属于制度的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稳定均衡状态的

变化④。

共生 （ｌｉｖｉｎｇｔｏｇｅｔｈｅｒ）是共同演化的重要方向。国际制度之间不仅仅存在拮

抗竞争，更多的则是互利共生。德国植物学家亨利·安东·德巴利 （Ｈｅｎｒｉｃｈ

ＡｎｔｏｎｄｅＢａｒｙ）较早提出了生物之间普遍存在 “共生”的概念，寄生物—寄主、

捕食者—猎物之间存在互利共生的紧密联系。国际制度共同演化的目标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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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共生的共同演化”，共同演化既强调竞争，也关注合作，既表述了消灭，

也反映了共存。国际制度变迁并不总是向前的，存在 “倒退的”制度变迁和

“进步的”制度变迁，产生 “进步的”制度变迁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共同体中有

一种察觉到的意识，感觉到有必要改变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模式，在问题解决过程

中实现更高水平的效率①。因此，国际制度之间的共同演化是一个竞争与合作的

渐进过程。其中，合作共赢的共生关系是制度间的良性互动，共生维持了国际制

度的多样性，避免了主导制度的排他性。

总之，共同演化偏离了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观念。在认识论层面上，共同演

化是认识社会—生态系统变化的有用工具，为超越环境和社会决定论，发展社会

生态系统研究的跨学科方法提供了强有力的逻辑②。共同演化的特征是具有多重

演化、不同等级演化、多重因果关系和发展路径，因而很难通过简单的变量关系

来论证国际制度共同演化的内在机制。由于国际制度共同演化具有不同的演化动

力，可以根据不同的演化动力提出不同的国际制度战略。

三　国际制度共同演化的内在动力

国际制度具有动态性，自建立之时起它们就开始不断变化。从共同演化的内

在机理角度看，制度之间、制度与系统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的因果关系。本

文通过对生态学中的演化分析，认为国际制度共同演化的动力主要包括竞争、拟

态 （ｍｉｍｉｃｒｙ）和变异。演化反映出制度之间不仅仅是竞争的制度关系，还是拟

态这样的模仿关系，变异引发的转移关系，最终走向共生的制度关系。在竞争中

共同演化，是一种超越关系，如一个物种入侵后的竞争，导致另一个物种的灭

绝，竞争性的国际制度共同演化最终将导致建立超越型的国际制度。拟态是出于

生存考虑的模拟行为，反映出国际制度选择了一种融入型制度战略，而演化中的

变异，是对原有制度形式的适应性改变，引发了转移型制度。无论是竞争、拟态

还是变异，都是国际制度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就共同演化中的竞争而言，共同演化的关系可以是相互合作的，也可以是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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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寄生性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竞争掠夺性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或竞

争支配性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彼此间每时每刻都试图取而代之。国际制

度竞争如同进化经济学中的熊彼特式竞争，在国际制度扩散的背景下，国际制度

竞争试图分析制度互动背景下制度间的博弈，特别是主导国围绕规则制定和伙伴

争夺而开展的竞争。在国际制度中，竞争包括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围绕规

则制定展开的竞争，规则是国际制度的基础，领导国在特定的国际制度框架下竞

争规则设计的主导权；二是围绕伙伴争夺展开的竞争，制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

一种伙伴关系，制度领导国要想新建或者捍卫一种国际制度，必须得到伙伴国的

支持①。

共同演化的结果并不总是和谐的。由于非线性的反馈路径，一个组织的演化

可能会最终导致其他组织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从而导致组织与环境共同演化的

方式和路径也是难以预测的②。不过，制度竞争并非国际制度演化的唯一常态。

社会空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产生紧张关系，但制度间相互作用常常能够产生正面

效果，甚至可以表现出相互间的协作性③。因此，制度激烈竞争和等级型的制度

体系是可能避免的。制度之间存在着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实际和潜在冲突、实现相

互包容的空间，而不用专门去确立一个制度与另一个制度间的从属关系④。

拟态是利用制度模仿，寻求制度间共生的一条重要路径。英国植物学家亨

利·沃尔特·贝茨 （ＨｅｎｒｙＷａｌｔｅｒＢａｔｅｓ）率先发现了南美某地区生存的蝴蝶种类

不同，但是其颜色和斑点却极其相似，蝴蝶在自然选择下 “模仿”有毒素和具

有警戒色的蝴蝶是不断演化的结果，这一现象被称为 “贝茨氏拟态” （Ｂａｔｅｓｉａｎ

Ｍｉｍｉｃｒｙ）。从生物学角度看，拟态是指一种生物 （即拟态者）模拟另一种生物或

模拟环境中的其他物体 （模拟对象）并获益的现象，一个拟态系统由模仿者、

被模仿者和受骗者三方组成⑤。拟态包括保护色、警戒色和狭义拟态等类型。其

中，保护色是生物模拟外界环境，从而不被捕食者发现。生存下来的生物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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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着色，能够逃避掠食者的视线和攻击。生物拟态不仅在颜色、纹理和形状

上，而且在行为、姿态和体态上模拟另一种生物，如尺蠖极似树枝，南美枯叶蝶

酷似枯叶。保护色、假死等拟态行为，均是用于逃避、防止被食的策略。警戒色

和狭义拟态是一对相关联的概念，警戒色是指生物具有的与系统环境形成明显差

异的、易于识别的颜色和斑纹。具有警戒色的动物往往有毒，捕食者一旦取食就

会出现刺激式反应，在下一次捕食中就会避开这种动物。狭义拟态则是指那些可

食或无毒的生物，模拟有毒且具有警戒色的动物来使自己避免被取食。总之，拟

态反映出生物间神奇的、复杂多变的模仿现象。

变异是物种通过对原有特征的改变，朝着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遗传变异是

自然选择的重要方面，引起变异的根本原因是系统环境条件的改变，具有有利变

异的个体容易在生存斗争中获胜而生存下去。通常，生态变异是非定向的，不利

变异被淘汰，有利变异逐渐积累。不过，当前越来越多的变异是被引导的、目标

导向的结果。在社会系统中，变异的产生有时是有意引导的，而在生物系统中，

变异则大多是偶发现象。对于国际制度演化而言，变异取决于组织惯性，惯性是

组织不易受环境影响而改变的习惯性行为，组织惯性高，则不易发生变异，而组

织惯性高低受制于国际组织规模和成立时间。组织生态学就假定制度存在着惯

性，惯性是沉淀成本、既得利益和习惯化行为等相互作用的产物①。

从共同演化的角度分析，竞争演化形成了超越型制度。如果国际制度遵循常

规产生满意结果，就会形成延续性，而当国际制度遵循常规无法带来满意结果

时，就会引起对现有常规的不满，追求新制度引发竞争。国际制度竞争既包括原

则、规范方面的博弈，也涉及意识、理念方面的竞争，同时还涉及不同的具体操

作程序，通过制度竞争形成制度优势。行为体在制度竞争过程中能够形成自身的

规范认同，加强自身的谈判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增强行为体在国际竞争中的竞

争力和影响力。制度间的竞争对立导致了新的国际制度战略形成，通过对现有制

度的核心原则与规范的否定，试图建立不同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竞争

性制度。一般而言，替代型制度战略一方面适应了国际秩序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另一方面也符合并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当前，在国际社会权力变迁背景下，替代

型制度对于新兴经济体维护自身利益，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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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态导致了融入型制度，无论是暴露自身，还是隐蔽自身，其目的都是保护

自身免受伤害。融入型制度是对国际制度体系的原则承认与总体接受，是制度与

制度、制度与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协调一致的重要体现。融入国际制度意味着，国

家的立场不仅是对国际组织原则和价值理念的认可，也是对议事规则和操作程序

的趋同。

变异是遗传物质的变化，引发了转移型制度。转移型制度是指演化进程中对

新机制的选择并建立的一整套过程，由于观念歧异使得国家的国际行为从一个类

型国际制度转变至另一个国际制度。在国际制度中，存在 “机制转移” （ｒｅｇｉｍ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的称谓，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该国执行了一种转移型国际制度战略。

不过，共同演化的因果机制仍是比较模糊的，国内外学界对于共同演化的分

析也较为分散。共同演化反映出国际制度的运作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多样性的发

展特征和更多的选择路径。本文案例部分探讨国际互联网制度的共同演化，分析

共同演化的内在动力。互联网国际制度既有竞争，也有拟态和变异，而不同制度

间的共生共存应该是今后国际互联网治理制度生态图的基本景象。

四　互联网国际制度的共同演化

互联网空间是一个生态系统①。２０１４年，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 （ＴｈｅＧｌｏｂ

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发布报告，认为互联网空间作为一个面向

合作的、分散的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应该向更具协作性、全球性和分散性的决

策模式转变，其中，互联网国际制度是这一治理生态系统的核心②。不过，近年

来，国际规则制定和相关规范的确认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热点，该治理生态系统

显然未能有效反映这一治理趋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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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网络空间治理机制探索：分析框架与参与路径》，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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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互联网空间存在着联合国、国际电信世界大会 （ＷＣＩＴ）、信息社会

世界峰会 （ＷＳＩＳ）、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互联网治理论坛 （ＩＧＦ）等不同的关

注公共政策治理的国际制度。在技术治理中，以互联网名称和地址分配机构

（ＩＣＡＮＮ）为核心，以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ＩＥＴＦ）、地区性互联网信息中心

（ＲＩＲｓ）、万维网联盟 （Ｗ３Ｃ）以及互联网架构委员会 （ＩＡＢ）为重要支持，构

成了网络空间技术治理的基本框架。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网络空

间治理制度，其中，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全球互联网合作与治理机制论坛

（Ｐａｎｅｌ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和全球网络空间

稳定委员会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是西方国家近年新

建立的互联网治理会议机制①。

随着网络空间力量的西降东升，互联网领域的东西方制度对立日益明显。西

方主导的互联网国际制度包括 ＩＣＡＮＮ、子午线会议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事件响应及安

全团队论坛 （ＦＩＲＳＴ）、伦敦网络空间国际会议 （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ｙｂｅｒ

ｓｐａｃｅ）和 《网络空间信任和安全巴黎倡议》 （ＰａｒｉｓＣａｌｌｆｏｒ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国际制度除了联合国内相关机制外，还包括专门

成立的互联网治理论坛，而新兴国家尝试建立新的会议机制，试图增强新兴国家

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巴西召开的 “互联网治理的未来———全球多利益相关方

会议” （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及之后创办的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三十家国家通信公司组建的阿斯彭协会国际电讯圆桌会议

（ＡＩＲＩＴ），发展中国家推动的亚非法协网络空间国际法工作组，主要新兴国家创

办的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以及中国创办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是其中比较有

影响和代表性的互联网国际制度。

从共同演化的角度分析，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成立与发展是一种具有模仿多利

益攸关方模式的拟态演化，导致了融入型制度；巴西主办的互联网治理全球多利

益攸关方会议 （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是对国际互联网主权观和制度实践的歧异，引发

了转移型制度；而中国创办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制度，具有原则、主张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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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等方面的竞争演化，形成了超越型制度。互联网国际制度共同演化反映了不

同制度与制度、制度与系统环境的相互识别、相互适应、相互依赖关系，有助于

形成协作并存的共生关系。

（一）拟态演化与融入型制度

互联网治理论坛是东西方共同治理国际互联网的重要平台。互联网治理论坛

是联合国等国际行为体试图推动互联网国际制度建设的体现。联合国一直以来试

图通过加强信息和互联网领域的国际制度建设，应对不断凸显的网络安全等全球

性问题。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４日，联合国公布了 《互联网治理工作组报告》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提出了四种互联网治理机制的设

想，试图取代美国对互联网治理的单边主导。比较突出的建议是设立全球互联

网理事会，承担美国政府商务部行使的国际互联网治理职能并取代 ＩＣＡＮＮ。

同时，加强 ＩＣＡＮＮ政府咨询委员会的作用，以便减轻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主导

地位的担忧。考虑到西方的抵制，报告并没有决心确认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互联

网治理的主导地位。“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应在国际互联网管理方面享有

主导地位。管理职能的组织形式应是多元、透明和民主，并由各国政府、私营

部门、民间社会和国际组织充分参加”①。即便如此，由于西方国家反对恪守互

联网主权，报告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美国雪城大学教授米尔顿·穆勒 （Ｍｉｌｔｏｎ

ＬＭｕｅｌｌｅｒ）、约翰·马蒂亚森 （ＪｏｈｎＭａｔｈｉａｓｏｎ）等人认为互联网治理工作组执着

于等级制的传统治理模式并运用于国际互联网领域，这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深层

原因②。

为了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发展，联合国于２００６年提出建立互联网治理

论坛。《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ＴｕｎｉｓＡｇｅｎｄａ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对其职

能进行了界定，“互联网管理论坛不得履行监督职能，不应取代现有的安排、

机制、机构或组织，但应允许它们参与并充分利用它们的专业力量。论坛可作

为一种中立、无重复工作和无约束力的程序。它不应参与互联网日常工作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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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运行”①。尽管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论坛本身只是

一个对话进程，没有政策制定权威，也没有诸如司法管辖、履行等权力。此外，

论坛还有意回避一些有争议话题，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审查、商业数据和个人

隐私等②。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１月２日，互联网治理论坛在希腊雅典召开第一次会

议，会议讨论了与互联网治理有关的开放性、多样性、安全性和接入等问题。互

联网治理论坛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的演化变化，受到了以 ＩＣＡＮＮ为核心的，包

括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各个地区性互联网地址分配机构的反对，最终成立的互联

网治理论坛响应并模仿了这些制度个体的特征，如开放性、透明度、互联网自由

等原则。虽然一年一度的互联网治理论坛试图树立多边主体共同协商的形象，也

为国际社会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各抒己见并推进共识的机制化平台，但始终未能在

具体问题上形成一致的、有效的解决方案，也并未改变美国对互联网资源的垄断

现状③。

从制度系统的角度分析，各国对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参与实践是发生在西方主

导互联网规则制定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治理论坛既是国际社会不满美国单独主导

根区文件等互联网治理权的产物，也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妥协的产物，

这导致其日益沦落成不具有权威性来源的论坛场所。美国仅支持互联网治理论坛

作为体现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的议事场所，反对任何削弱 ＩＣＡＮＮ的行为。互

联网治理论坛事实上采取了 ＩＣＡＮＮ等西方治理制度的基本原则、议事规则和决

策程序，因而是一种融入型的互联网制度形式。

（二）变异演化与转移型制度

巴西主办的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出现了由新兴国家治理互联网到向西方主流原

则妥协的转变。作为斯诺登事件后由发展中国家创办的第一个互联网国际制度，

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被广大发展中成员寄予厚望。但随着国际环境条件的改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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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美国主导的ＩＣＡＮＮ等机构的压力下，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的机制原则却从恪守主

权、联合国主导朝着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 ＩＣＡＮＮ靠拢。当前，ＩＣＡＮＮ控制着互

联网的核心职能，监督域名系统，监管各国的域名登记，维护整个系统的稳定。

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受制于ＩＣＡＮＮ以及西方主导的系统环境的影响，发挥作用的空

间受到结构性束缚。

新型制度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核心领域，各国纷纷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

理制度改革与建设进程。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４日，印度海得拉巴第五届世界电信发展

大会 （ＷＴＤＣ）通过的 《海得拉巴行动计划》指出，宽带接入电信和信息通信

技术是世界共同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为此应该关注宽带安全，推动全

球发展议程的实现。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８日，金砖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是新兴国家在互联网领域召开的首次政府对话，也是金砖国家就网络空间问题

彼此交流观点、分享经验和做法的新开端。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举行的国际电信世界

大会 （ＷＣＩＴ）上，与会各国围绕着 《国际电信规则》 （ＩＴＲｓ）首次分成两大集

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金砖国家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会议审议了具

有约束力的 《国际电信规则》，明确要求成员国确保国际电信网络的安全和稳

固①。经过中国、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在内的各国共同努力，《国际电信规则》最

终以８９票对５５票获得通过。

在此大背景下，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３日至２４日在巴西圣保罗

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由巴西互联网指导委员会和互联网治理平台 “１ｎｅｔ”共同

主办，会议采取委员会模式，以公开和多利益攸关的方式探讨在 ＩＣＡＮＮ功能全

球化的背景下互联网治理的原则，并设计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未来发展的路线

图。在斯诺登事件的冲击下，本次会议寄托了国际社会坚持互联网主权的美好意

愿，具有较大的象征意义，受到了广泛关注，共有来自９７个国家的１４８０名代表

参加了本次会议。但是，会议通过的 《全球多利益攸关方会议声明》（ＮＥＴｍｕｎ

ｄｉ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仅仅达成了不具有约束性的、自下而上的、公开

的多元行为体参与互联网治理的会议成果。俄罗斯、印度、古巴代表团拒绝在成

果文件上签字，声称该文件不具有国际约束力。

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制度在基本原则、行为方式等方面是对基于主权的国际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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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制度的性状差异反应。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认为，互联网治理应构建可分配、非中

心化和 “多利益攸关”的生态系统，发挥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作用①。而同一时期

由新兴国家举办的互联网治理制度，如中国创办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及新兴

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明确表达了对互联网国家监管、联合国主导的呼声。具体

而言，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强调互联网治理应建立在民主、多利益攸关进程基础之

上，确保不同利益方的有效、平等和可信参与，包括政府、私人行为体、公民社

会、技术团体、学术团体和用户②。会议通过不同利益攸关方探寻互动的方式讨

论问题、寻求共识，以多利益攸关方式就网络安全领域的司法管辖和法律履行进

行国际合作，并关注国家内部层面的多利益攸关方行为体的参与和政策制定，这

些与不少主权国家坚持国家中心治理的思想相去甚远。受制于美国的压力，巴西

政府明确表示，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不会取代现有西方治理制度，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

声明则明确了由政府间多边治理转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的趋势。在此背景下，行

使主权将变得更加复杂，并需要更多具有创新性的程序、更深层次的互动、合作

机制和分担责任③。萨曼莎·布拉德肖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Ｂｒａｄｓｈａｗ）等人认为，会议对

政府监管的关注并没有超过对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强调，因而，本

次会议是多利益攸关方的胜利，而非 （主权国家）多边治理的胜利④。

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的演变具有国家、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互动多个方面的原因。

巴西在国际互联网治理领域属于 “摇摆国家”，与中国和俄罗斯坚持网络主权观

念和联合国治理原则不同。巴西是金砖国家仅有的明确表示坚持 “互联网自

由”，倡导 “包容性”和 “开放性”原则的国家，注重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互

联网治理，并特别保护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的利益。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对于

诸如自由表达、自由结社、个人隐私、信息许可等 “在线人权”的强调，就是

维护其利益的明显例子。同时，巴西还注重发挥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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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声明强调，在美国政府监管权移交进程中，应该扩大

ＩＣＡＮＮ共同体、“多利益攸关方”的公开参与进程，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

（ＩＡＮＡ）功能应保障自下而上、公开和参与的特征，确保互联网安全、稳定和弹

性①。巴西原本是联合国主导和国家治理模式的倡导者，巴西在２０１３年联合国

大会上曾表示，“电信和新兴技术不能变成国家间的新战场，联合国应该在规制

国家滥用不正当技术，同时推动互联网作为构建世界民主的社会网络方面发挥主

导作用”②。但是，２０１４年以来，巴西从联合国治理模式的立场后退。

巴西不赞同联合国主导取代 ＩＣＡＮＮ，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认为虽然有建立新的

治理机制的空间，但是新的机制应是对当前治理结构的补充，目标是提升现有的

网络安全组织的治理水平。网络安全议题应依靠不同 “利益攸关方”合作来实

现，而不是仅通过一个单一的组织或结构就能实现③。这明显反映出，ＮＥＴｍｕｎ

ｄｉａｌ会议不同意联合国主导的做法。印度、巴西、南非三国原本主张建立一个新

机制，取代美国主导的ＩＣＡＮＮ。２０１１年９月，三国对话论坛 （ＩＢＳＡ）下属的全

球互联网治理工作组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三国认为需要在联合国系统内

建立一个机构，以便 “协调和发展连贯的和综合的全球互联网公共政策”，并且

呼吁确保互联网治理是 “透明的、民主的、多利益攸关方的和多边参与的”。在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召开的南非比勒陀利亚第五次ＩＢＳＡ峰会上，三国发表 《茨瓦

内宣言》（Ｔｓｈｗａｎｅ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再次确认了联合推动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的

和发展导向的信息社会，并同意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相关机制以及其他信息技术

论坛和组织中协调立场④。不过，随着巴西与 ＩＣＡＮＮ联系日益密切，巴西在

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会议上已经不再主张建立取代ＩＣＡＮＮ的替代型机制。

从系统的角度看，ＮＥＴｍｕｎｄｉａｌ的演变受到巴西与中俄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

中的分歧以及美国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既有来自全球治理结构性因素的束缚，也

有网络空间治理独特属性方面的限制。美国利用巴西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渊源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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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认同，采取拉拢分化的政策。总体而言，巴西与西方国家存在着韧性和弹性

合作空间，网络空间的合作是双方关系的重要方面。为了改善受监控事件影响的

美巴关系，２０１５年６月，巴西时任总统罗塞夫访美，双方重申了网络空间治理

的 “透明度”“包容性”和 “多利益攸关方”原则，并恢复美巴网络工作组①。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保守派人物博索纳罗出任巴西总统后，坚持 “巴西高于一

切”理念，巴西外交逐步从重视多边的全球主义转向重视双边的民族主义，这

势必对金砖组织的发展和国际互联网治理产生复杂影响②。

此外，巴西也存在自身治理能力和治理愿望方面的差异。虽然巴西具有积极

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渴望，不过，巴西的 “身份渴望”与 “实力差距”处于矛

盾之中。由于巴西需要关注国内经济增长、财政赤字等议题，巴西在网络空间领

域的政策偏好和实力差异显著制约了自身治理能力的发挥。作为较早呼吁关注互

联网治理的发展中国家，巴西的努力和尝试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由于国

际互联网规则制定权和议题引导力方面体现了明显的西方霸权特征，巴西很难从

观念层面、法律层面和具体组织层面提出综合性治理的战略，也无法有效应对全

球网络空间存在的严重制度困境和治理失灵现象，不能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日益

关切的数据主权、网络经济发展及网络公平问题。巴西不得不接受和适应现有国

际社会的 “游戏规则”，导致在消除 “数字鸿沟”和推动互联网制度公正合理方

面进展有限。网络空间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进而对巴西产生消极的影响，使其

从相对激进的立场后退，转而寻求转移型方案。

（三）竞争演化与超越型制度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是捍卫互联网国家主权、坚持联合国主导和各国平等协

商的新型治理制度。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９日至２１日，中国倡导并成功举办以 “互联

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体现了中国作为，表明了中国主

张。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贺词，“中国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深化国

际合作，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全，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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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①。此次会议上，中方

提出九点倡议，具体包括：促进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尊重各国网络主权、共同维

护网络安全、联合开展网络反恐、推动网络技术发展、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广

泛传播正能量、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及推动网络空间共享共治②。乌镇峰会反

映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互联网制度理念、模式选择和议题设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同时，峰会设立永久会址及每年召开一次的机制化、常态化做法，预示着中

国正在成为世界互联网格局的重要一极。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６日至１８日，来自全球１２０多个国家 （地区）和２０多个国

际组织的２０００多位代表，共聚第二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习近平主席亲自出

席本次峰会，提出了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和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四项原则是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

作、构建良好秩序。四项原则集中反映了互联网时代各国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规范国际网络空间关系的重要准则，成为国际互联网治理

的国际法准则。五点主张是指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

网上文化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

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③。可以说，

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当前国际互联网治理的中国方案。

从制度演化的视角看，第二次峰会较第一次乌镇峰会有着明显的制度安排等

方面的提升和突破。本次峰会进一步加强了制度化与组织化建设，成立了高级别

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高咨委章程，产生了高咨委联合主席马云和法迪·

切哈德 （ＦａｄｉＣｈｅｈａｄé）。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秘书处设立高级别专家咨询委

员会，旨在共同推动互联网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首届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共３１名，来自政府、企业、学术机构、技术社群等各利益相关方，具备国际

知名的专业声誉并具有广泛的国际代表性④。特别是，本次峰会还以共有实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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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发声的方式首次发布了 《乌镇倡议》。一方面，倡议维护网络和平安全，旗

帜鲜明地表示，尊重网络空间国家主权，保护网络空间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免受

威胁、干扰、攻击和破坏，保护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和恐怖

活动；另一方面，倡议推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共同推动互联网国际规则制定，

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

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①。除 《乌镇倡议》之外，第二次峰会还发布

了 《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互联网＋扶贫”联合倡议》《“数字丝路”建设合

作宣言》等２０多项成果。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世界互联网大会已经成功举办６

届。特别是，以 “智能互联开放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

题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２日在乌镇召开，并发布了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及 《世界互联网发

展报告２０１９》等多份文件。总之，通过乌镇峰会这一制度形式，“中国与世界的

互联互通，有了一个国际平台，国际互联网的共享共治有了一个中国平台”②。

中美竞争是当前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而中美两国在互联网治理原

则、机制等领域的竞争构成了乌镇峰会制度演化的重要系统环境。美国是网络技

术第一强国，中国是网络用户第一大国。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在互联网治理观

念、实践等方面差异明显。美国主张 “互联网自由”和 “开放性”，反对政府间

国际组织主导互联网治理；而中国则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相关国际规则，并

提出具体倡议。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网络空间控制。特朗普于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１日签署 《增强联邦政府网络与关键性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行政

令，要求在联邦政府网络、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民众网络三方面加强网络安全措

施③。２０１８年９月，特朗普政府密集发布两份网络战略报告。９月１８日，美国国

防部发布 《国防部网络空间战略》；９月２０日，白宫发布特朗普签署的 《美国网

络空间战略》。《美国网络空间战略》明确提出 “维护美国在科技生态系统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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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空间发展中的影响力”①。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推动互联网治理的双边同盟，比

如，美英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签署了双边数据分享协议 （ＵＫＵ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Ａｃｃｅｓ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美日于２０１７年５月建立了信息共享和网络安全项目，美以于２０１７

年６月宣布两国建立新的网络安全合作关系，成立双边网络工作组等。中俄等新

兴国家成为美国在网络空间防范和打压的重要对象。长期以来，美国无中生有，

频繁指责中俄 “使用网络监控和网络犯罪策略”，有损 “互联网自由”和美国国

家利益②。

当前，互联网领域突出体现的是以美国网络企业为核心的技术霸权、互联网

监管的制度霸权以及以英语为主的语言霸权。美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领导表

现为推动、维护塑造全球性机制的管制性规范，维护网络空间的构成性原则，即

开放性③。美国把确立网络空间规范作为一项基本战略，这些规范包括保护个人

隐私权、信息自由流动、言论自由、网络互操作性和信息完整性等，试图通过树

立网络规范，传播美式价值观，把美国的技术优势转化为霸权优势。这导致互联

网治理呈现出规则制定方面的争夺，即中俄主张对互联网国家控制，而英美等发

达国家则试图维持现有多利益攸关方机制④。特别是，中国对在互联网治理领域

的制度行动和制度实践采取了一种包容性的开放立场，与美国 “志同道合的自

愿者同盟”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当前，中美网络空间博弈保持着 “竞争中有合

作，合作中有竞争”的关系，全球网络空间政治中的中美关系既不是完全竞争

性的，也非完全合作性的，二者处于合作性竞争之中⑤，同时，向着 “竞争为

主、合作为辅”的趋势发展。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是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现为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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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成立后进行的重要会议机制创新，世界

互联网大会深深打上了国际互联网治理中国方案的烙印。中国致力于建立多边、

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

间。在网络威胁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反对网络霸权，与各国一道，积极构建

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网络新秩序。通过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在互联网领

域的治理理念，如网络空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共享共治、合作共赢，受

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总之，中国在乌镇峰会及其之后的一系列制度实践提供

了一条新颖的国际互联网治理路径，这与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制度理念、治理模

式和议题设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为人类社会有效治理互联网提供了重要的实

践知识，是超越传统西方制度的新型互联网国际制度。

五　结束语

我们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并没有完全走出罗伯特·基欧汉和肯尼斯·沃尔兹

共同缔造的时代①。自１９８９年新自由制度主义创立３０年以来，国际制度研究在

国际关系理论大家庭中抹下浓重的色彩。不过，近年来，国际制度研究面临着内

生动力不足的困境，这与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以及当前中国

对全球治理制度的需求是不对称的。与此同时，运用自然科学中的概念和理论成

为一个新的发展趋势②。本文借鉴了生态学的演化概念，仅仅对国际制度演化做

了初步的探讨，对于共同演化的分析或许有助于认识国际制度变迁的复杂性现

实、制度的丰富多样性以及重新审视生成国际制度的可能路径。

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是新时期中

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领域的重要目标。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建成世界第一大

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中国互联网用户居世界首位，中国互联网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现有国际互联网治理制度具有明显的西方特

征，ＩＣＡＮＮ等互联网制度的内在缺陷导致了制度失灵和治理赤字。中国的国际

互联网治理制度实践以坚持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以寻求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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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伙伴关系为主要路径、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取向，有力推动

了中国与网络空间体系的深入互动。正是在此背景下，乌镇峰会等制度演化的出

现，有助于推动国际互联网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国际

制度共同演化对于中国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提升网络空间制度话语权具有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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